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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加工的认知神经基础* 

南  云  罗跃嘉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01) 

摘  要 数学作为人类最重要的发明，越来越引起认知神经科学家的重视与关注，究竟什么才是人类数学知

识的脑基础？脑成像的研究已经证实了一个参与数学运算加工的神经网络，包括顶叶皮质、侧前额

叶皮质、内前额叶皮质、和小脑。实验证明：人脑对于数字具有一种模拟表达，类似于将数量在脑

内部作为一种内心的数字线上的点来操作。神经心理学的研究证实数字加工的这种数量表达分布于

两半球，其优势区位于下顶叶皮质区。 
关键词 数字加工，ERP(事件相关电位)，下顶叶。 

分类号 B842.3 

1 数字加工的生物进化特征 

近年来，许多研究已经证明了尚未掌握语言的婴幼儿具有数字辨别能力和基本计算能力。经典习惯化

－恢复实验( habituation-recovery of looking time ) 的视觉数字辨别作业表明：婴幼儿天生具有数字的辨别能

力[1]。6个月的婴儿已经可以识别视觉事件的数量：如洋娃娃跳了两下或三下。另有证据表明，6~8个月的

婴儿具有跨通道的数字匹配能力[2]。可见，婴幼儿在生命的第一年里就已经具有了与视听通道相关的数字

抽象概念。 

进一步研究关于婴幼儿数字表达转化成近似于加、减等内部算术计算的程度问题，Wynn的“期望违背

范式”（violation-of-expectation paradigm ）实验表明婴儿已经逐渐形成一种近似于 1＋1＝2和 2－1＝1之

类的最简单数学运算的期望，能够对场景内的物体进行抽象的内隐或外显编码[3]。 

动物同人类婴儿一样，也具有基本的数学能力。教给猴子和猩猩识别 1~9阿拉伯数字后，发现它们可

以用这些数字标识出物体的大致数目[4]。这表明动物具有对于数字的抽象的非符号表征，并且能够在特定

情况下以数字的象征意义来指导行为。对于不同数量的两堆食物，猩猩可以自动地选择总数量大的那一堆，

表明猩猩是进行了两堆食物各自的近似意义上的加法和对它们结果的比较[5]。这表明了动物也具有基本的

算术计算能力。 

然而对动物的数字能力所对应的脑区仍然是未知的，推测与空间视觉有关的枕-顶通路在数字提取中起

重要作用。这与研究发现的成人的数字加工区——双侧下顶叶皮质的结果是一致的[6]。⋅ 

从表面上来看，动物和人的数字表达之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动物的数字加工反映了一种近似于人

类的特定的生物学决定的神经系统，但动物的数字能力局限在基本的近似的非符号的计算，而人的数字加

工则可以发展到一种更高水平的数学能力。两种主要的相似之处是：数字的距离效应和数字的大小效应。

即使将数字以符号呈现也会发生数字的距离效应，这说明了人脑能够内在地将数字的符号形式转化成连续

的以数量为基础的相似模式。而数字的大小效应是韦伯定律（差别阈限与刺激量近似为恒定正比关系）的

一种形式。 

成人对于点的识别表现出一种随着数字的增加而发生的非精确性的增加[7]。当进行比较和计算时，无

论以阿拉伯数字呈现还是以单词形式呈现，二者都表现了同样的数字大小效应。数字大小效应说明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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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对物体的数目的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在 3或 4以下可以快速认知，但大于此数后认知速度明显放慢。 

总之，认知心理学的证据表明在各种数字加工任务中，人类和动物同样可以快速地产生有关数量的表

达，并且随着数目的增长这种表达越来越模糊。 

初等数学加工生物决定的脑基础理论（即认为初等数学加工无论是在动物还在人脑中都有其特定的脑

基础的理论）缺乏实验证据，目前尚无同一范式下的有关动物、婴儿、成人行为的比较研究。而且婴儿的

算术研究被局限在很小的数字范围内（只能到 4或是 6）。婴儿和动物的下顶叶区皮质在数字加工中的作用

仍是一种推测。目前有关的数字加工的损伤和脑成像研究仍然很少。 

根据目前的相关研究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对于数字进行表达和推理的能力是人类头脑中遗传结构的一

部分。人类拥有特异性的智力装置机制，而且这一机制也是由自然选择所进化而来的，与其它种属动物所

共有[8]。 

2 对数学知识本身的探讨 

许多科学家认为：有关动物的数字加工假说只有在用所有其它的非数字证明都不足以解释观察到的行

为时才成立[9]。当一组物体中的个别项目发生置换时，数字可以定义为其中唯一不变的特性，它能概括所

有其它的非数字的物理参数的变化。通常根据这一标准来表明动物和婴幼儿在面对物体特征如大小、颜色、

形状、空间位置、通道（视、听觉）及呈现模式（同时的还是序列的）等的变化时所表现出来的数字抽象

表达能力。这一标准也用于定义成人的数字抽象语义表达和判断脑损伤患者的数学能力。正常成人的数量

抽象表达是一种独立于感觉通道与呈现方式（以单词、阿拉伯数字、点数来表现）的现象[10]。 

数字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下有不同的意义。Fuson [11]区分出了算术意义（基本的、序数的、计量的）、顺

序意义和非数字意义。一个数字的基本意义即代表了它的数量，也就是所说的算术意义。例如，在表达式

4×3＝12中，有 4个组，每组都为 3，而构成的数量为 12。顺序意义是对于一个系统而言的，如一周里的

星期几、一年里的月份或是字母表中的字母。非数字意义是指将数字当作标签，如第 4频道等等。 

解决算术问题需要几种不同的认知成分：首先，算术知识（如 5×2，或是 6＋3）是被储存在长时记忆

中并从那儿直接提取出来的[12]。其次，程序性知识指导多位数运算的算法和步骤[13]。第三，概念性知识是

理解算术运算操作和规则的基础。 

在初等数学领域，认知神经科学家假定至少存在两种数字表征方式：一种是以语言为基础的模式，用

来储存精确数学知识（如乘法表）；一种是不依赖于语言系统的模式，它呈现数字的大小，用于数量运算和

近似估计[14]。 

Dehaene等首先揭示了数字大小与两侧手反应速度的关系，并且把这种效应标明为 SNARC效应（反应

编码的空间数字联系，spatial numerical association of response codes）。让被试按键对平常数字和新奇数字加

以区分。较小的数字总是左手反应得比右手快，而较大的数字却相反。实验证实 SNARC 效应起源于数字

的语义数量表征，类似于在头脑中一条由左向右的数字加工途径[15]。因此，出现了左手反应与小数字和右

手反应与大数字之间的对应。

Groen与 Parkman[16]提出了问题大小效应和一致性效应。问题的大小效应是指解决问题所用时间和错误

率都随着问题所涉及数目的增大而增加。一致性问题是指具有两个相同的操作数的运算，如 2＋2或是 3×

3。一致性效应是指相对于同类运算，一致性问题解决速度较快。Gallistel和 Gelman[17]给出了关于一致性效

应的基于编码的解释。他们认为，问题的操作数必须和头脑内部的一条数字线进行匹配，而对于一致性问

题，因为两个操作数具有同样的心理数量表征，匹配只需要进行一次，他们将一致性效应归因于对于操作

数的心理表征的激活。后来，Blankenberger[18]据实验提出了修正，将一致性效应归因于早期的视觉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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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字加工的认知模型 

3.1 McCloskey模型 

McCloskey等[19]在 20世纪 90年代初提出的这一模型是基于数字加工、计算和中心语义系统的。数字

加工的成分是指理解和输出阿拉伯数字形式和单词形式数字的认知机制。计算系统的成分包括算术运算符

号的理解、算术知识的提取和算术运算程序的执行。这一模型认为每一步数字和算术加工都必须通过中心

语义系统表征激活从而详细说明数字数量来完成。 

3.2 McCloskey修正模型 

Cipolotti与 Butterworth[20]提出了McCloskey模型的修正版本，将非语义的代码转换加工合并到原始模

型中去。主要的修正是增加了参与数字加工但并不参与数字的语义表征的 3个非语义路径。 

3.3 三联体模型   

是由 Dehaene与 Cohen[21] 1995年提出来的，基于 3种编码——听觉口语编码、视觉数字形式、近似的

数量表征的模块化数字系统。第一种编码专门负责口语的输入和输出、计数以及记忆中的加法和乘法知识

的提取。这一种模型认为加法和乘法问题是储存在记忆中的口语信息，而视觉的阿拉伯数字形式则是参与

了阿拉伯数字的操作，近似的数量表征描述了一个数字的量并在比较和求近似值时起到作用[12]。此模型的

修正版本提出了有关在左和右半球的数字加工的功能和解剖结构的明确的论断。认为数字的视觉形式对应

于两半球的枕颞区中部的联结式激活，近似数量表征是由两半球的顶枕颞联合区所加工的。 

三联体模型基于以下 3点基本假设[9]：① 数字信息以 3种形式进行加工：一种是近似于数量的表征，

此时数字以数字线上的活性分布来代表；一种是口语方式，数字以单词串来表达（如 thirty-seven）；另一种

是视觉的阿拉伯数字形式的表征，数字以一串数字来表达（如 37）。② 信息可以直接由一种形式的编码转

换成另一种形式，如可以将一个阿拉伯数字转换成相对应的数字单词（如从 3 到 three），而不需要经过数

量 3的语义表达阶段。正是这一假设使三联体模型不同于其它的数字加工模块性模型[22]而更符合词语加工

的多路径模型。③ 假设每一个数字加工任务都基于一套固定的输入和输出编码。例如，假设数字比较是依

靠数字在数字线上的数量编码来进行的，乘法表是储存在记忆中的由单词串表达的数字之间的语言联系；

减法，主要依靠数量表达储存到记忆中去，而不是依靠机械语言学习。多位数运算则使用视觉的阿拉伯数

字编码和空间展开的数字排列表达来进行。 

3.4 三联体模型的应用 

Gerstmann[23]报道了同时发生失写症、计算不能、手指失认症以及左右侧认识不能的顶叶损害病例，这

种四联体的损害称为古茨曼综合征( Gerstmann’s syndrome, 脑顶枕叶症候群)。引起古茨曼综合征计算不能

的损害一般位于顶内沟中心，即紧邻角回的背后（Brodmann 39区）。损害有时会十分的严重。病人可能连

诸如 2＋2、3－1或是 3×9这样的简单运算都不会计算。一些特征表明这种缺陷是发生在一个相当抽象的

加工水平。首先，病人可能完全能够理解并说出各种形式的数字。其次，无论是以听觉还是以视觉呈现，

也不论口头回答还是书面回答，甚至仅仅只是判断一下所给出的结果是否正确，他们都表现了同样的计算

障碍。因此，计算并不能归因于病人不能识别数字或是说出运算结果。在胼胝体损伤的病人中，数字比较

任务在两侧半球都是可以完成的。如果存在着双侧性的数量表达，为什么在古茨曼综合征的病人只要一侧

下顶叶区的损伤就足以损害其数量操作呢？损伤实验的数据表明，尽管右半球包含着数量的表达（右侧下

顶叶皮质在计算过程中被强烈地激活），但在具有正常优势半球的被试，单独左侧损伤就能引起古茨曼综合

征的计算不能症状[24]。 

三联体模型可以解释这一表面上矛盾的结果。依据模型，只有左半球具有语言编码及其所依靠的计算

能力。一侧左下顶叶区损伤的病例，其右半球顶叶区的数量表达系统是完整的，但其与左半球的语言系统

的联系从功能上被切断了。因此，这样的病人虽然大部分地保留比较数字以及从事纯粹数量操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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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能够运用这种数量知识来指导数学常识的提取和数字输出，因此他们在简单算术运算方面有令人惊异

的损害。这个模型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右半球胼胝体损伤的病人不能大声地读数字或是用它们来进行计算。

但最终解释计算不能病例中左半球的特殊作用还需要更为深入的研究[9]。 

4 数字加工的脑损伤研究 

数字加工与两半球下顶叶区的特定神经网络有关。首先，神经心理学研究表明，脑损伤患者其下顶叶

区域损伤会选择性地损伤内部的数量表征[25]。其次，脑成像研究表明，各种数字加工任务都能够激活这一

区域[26]。 

语言半球的下顶叶区的损伤会引起数字加工的缺陷。有时，数字的理解、产生和计算能力全部受损。

有时只有选择性的计算损害，而对于阿拉伯数字形式和单词形式的数字的读、写、说的认知和输出并没有

受到影响[25] 。Dehaene认为：顶区损伤所致计算力缺失的核心是有关数量的抽象语义表达的解体而并非计

算过程本身的损害[25]。Roland 和 Friberg[27]首先在计算过程中追踪血流的变化。当被试从一个给定的数目

连续减 3时，双侧下顶叶皮质和前顶叶皮质的活性都增强了。这些定位后来也被 fMRI所证实[28]。 

现已证实下顶叶皮质活性反映了特定类别数量系统的抽象操作，而且与输入和输出通道及计算任务无

关。在词的分类任务中，ERP 记录到晚期的顶叶皮质活动，而且这种活动只与具体数字单词有关，不能被

其它长度与频率都相匹配的刺激如适当的名字、动词、动物名称或是子字符串等等引发[29]。在数字比较任

务的 ERP记录中发现下顶叶皮质的活性由所比较的数字之间距离调节，而与数字的呈现方式无关[26]。因此，

距离效应和大小效应都可以追溯到下顶叶皮质。 

在数字比较任务的 ERP研究中，右侧下顶叶皮质活性较强[26]。这种一侧化的结果与神经心理学的实验

是一致的，即单侧损伤下顶叶区就足以破坏精确的数学计算操作，但仍可以保留完整的对两个数字进行比

较的能力。现在还没有谁能够以实验为证据明确地判断哪个单独的脑区承担了整个数学领域的知识和能力。

但目前研究已经证明，数字意义的核心——有关数量和数字之间关系的知识是在下顶叶区编码的，而其它

方面的数字加工如数字识别、多位数计算、数字理解和输出、机械算术记忆等等则由一个更广泛的脑神经

网络参与。简单计算也要依靠许多区域的合作才能实现。因此，神经心理学的分析证实了数学是一门多方

面领域知识的理论。例如，数字知识受到损伤的患者但却保留了完整的代数知识，( a + b )2 = a2 + 2ab + b2，

这表明了代数知识和数学知识涉及到了不同的回路[30]。同样地，在数字加工的三联体模型中，乘法表是以

一种非语义的方式存储在记忆中的，它的形式是单词的机械序列。左侧基底节损伤而具有完整的下顶叶皮

质的患者不能背诵乘法口诀表，却仍能比较数字、解决简单的加减问题、判断数字区间等。 

综上所述，下顶叶区皮质的数量表征仅仅是编码数字的众多脑区之一，但它是最重要的一个，这种主

要的数量意义的表征也是整个数学学科赖以发展的基础。 

5 数字加工的细胞水平研究 

目前，有关数字加工的细胞基础方面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也取得了进展，改变了过去一直很少得到重

视的局面。Nieder等[31]报告了他们所发现的位于短尾猴侧前额叶皮层的数字编码神经元。同时，Sawamura

等[ 32]也发现了位于猴顶叶皮层的数字反应神经元。这些新的发现证明了在单细胞水平上研究基本数学能力

的脑基础具有令人兴奋的前景。但是上面 2个研究中也有分歧之处，主要是关于前额叶皮层及顶叶皮层在

数字加工中的各自的贡献问题，现有的实验数据不能给出很好的评价。Sawamura等发现 31%的数字神经元

位于顶叶皮层而只有 14%的数字神经元位于前额叶皮层[32]。Nieder等人则认为数字神经元主要位于前额叶

皮层[31]。为了进一步解决这个分歧，也为了最后得到有关数字加工神经回路的全貌，还需要更多的电生理

实验，也许还要结合功能成像及可复性损伤实验一起来进行研究才能够最后找到答案[33]。 

但是这些新的发现也迫使我们承认这样一点事实，即我们人类的数学有时被昭示为人类活动的智慧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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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其实是植根于我们的灵长类动物脑中的、长期以来由进化而成的有关基础性概念。显然，我们人类并

不是掌握数学诀窍的唯一物种。 

6 数字加工的半球分布 

数字加工的半球分布是怎么样的？是否两半球都能够进行数量表征，都能够进行计算？从胼胝体损伤

的患者入手进行了这个问题的研究。胼胝体是连接大脑两半球的一束纤维。当它被损伤或是被外科手术切

断时，可以评价割裂半球的认知能力[34]。在外科手术的割裂脑病例中首先进行了一系列的有关数学能力的

实验[34,35]。这些结果不断被重复，并被扩展应用到一位自成年起后胼胝体损伤的患者[24]。在两种实验装置

中，数字在一侧视野闪现，因此只与一侧半球发生联系，要求患者从事各种复杂程度的数字加工任务。 

目前认为两个半球都能够加工数字和数量。当两个数字同时呈现于一侧视野时，分裂脑患者可以没有

困难地判断其异同（但由于分开而无法将由两侧视野传递的数字进行比较）。因此，两半球都能够分析数字

的外形，而且两半球都能够区别数字的大小以及比较一位数或是两位数与给定的参数的大小[9]。因此，两

半球都能够对于数字进行数量表征。但是关于分裂脑的研究尚需排除以下两种情况：是否一些半球间的通

路在功能上是保留的，或有无可能患者已经生成了一些代偿的脑结构。 

左半球和右半球对于数学的能力有两方面明显的区别。首先，呈现于左半球的数字能够被正常地命名，

而呈现于右半球的则不能。这与为大家所熟知的左半球的语言优势侧一致。其次，分裂脑的病人只能够计

算呈现于他们左半球的数字，当数字呈现于右半球时，他们连加 2、乘 3、减 10、或是除以 2的简单操作

都无法完成，甚至也无法完成选择正确答案或是以非言语的方式判断正误的任务。割裂脑病人右半球所具

有的唯一的计算能力只是求近似值，患者不能够判断 2＋2是 4还是 5，但可能会很容易判断出 2＋2并不

等于 9[24]。 

7 数学——一种生物学决定的知识范畴 

总的说来，数字加工的研究给认知神经科学提出了新的挑战，它促使认知神经科学家联合从认知心理

学借鉴的方法学、神经心理学和脑成像方法而致力于解决数学思维问题。总结目前的研究工作，可以得到

以下结论： 

(1)人脑内部有一种数字量的近似表征，它好比是一条“数字线”。这种表征对于交流数字信息的多种输

入和输出符号系统（如单词或是阿拉伯数字）都是共有的，而且不依赖于这些系统。它易于受到距离和数

量级的影响。 

(2)大脑两半球都能够进行数量表征，但是数学能力有区别。 

(3)位于优势半球的下顶叶皮质损伤会引起数量的心理操作的障碍，尤其是减法和数字对分任务。 

(4)在正常被试从事简单的计算任务时，左、右侧下顶叶皮质都被激活。活性的强度、持续时间、一侧

化决定于所参与的操作的难易程度和性质，而难易程度和性质又与所涉及的数字大小和数字之间距离有关。

然而，这些与呈现数字的通道或是数字呈现方式无关。 

在下顶叶皮质的一些神经回路包含了一个部分由先天形成的、生物学决定的数量表征，一个天赋的特

定范畴的系统倾向于获取数字和对数字信息进行加工。有以下几点实验证据[6,25,17] ：首先，非人类的灵长

类，也包括其它种属如老鼠、鸽子、海豚都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数字提取和对数字进行操作的能力。更有

甚者，同人类一样，它们也对于数字的距离和大小效应敏感，提示它们的数学能力是在种属遗传上与人类

相对应的，而并不仅仅是与我们在表面上相似。这支持这样一个观点，即我们的大脑可能在进化的过程中

形成了一个专用的数字表征。其次，获得语言前的婴儿也表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数字加工能力，支持了在

早期发育中特异性数字感觉的自动化理论。第三，许多发育过程中的计算损害的病例——即高选择性的、

数字加工的模块缺陷，看来合理地与早期的脑损伤相对应——但还保留了其它的语义加工能力。这支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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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特异性脑回路的存在，它是特别地为获取初等数学知识而准备的，它的损害很大程度上损伤了识数和计

算能力。第四，成人脑的下顶叶皮质在计算中的特殊角色普遍存在，而且与个人所获得的文化、教育、或

是数字的符号系统无关的。因此，古茨曼综合征的计算不能病人的脑损伤区域在不同的国家、文化情况下

都是相似的，而且在计算过程中下顶叶皮质的激活在各个国家的被试中都可以见到。 

尽管如此，目前得出下顶叶皮质是特异性的、生物学决定的数字表达区之类的论断还是为时过早，因

为人类仍然面临许多难题，例如：①  在人类下顶叶皮质区是否存在数字加工的特异性区域？或者是否和参

与空间表达、注意转移、手动、以及心理旋转任务的区域之间有一些重叠？② 是否下顶叶皮质在婴儿期就

有可以被激活？这种激活是否是婴儿初等数学能力的基础？当婴儿获得正常的数学规则时，其用于数字加

工的大脑回路是怎么修正自身的？数学的专业知识是怎么样由下顶叶皮质结构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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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nitive Neuroscience Research Status Quo of Number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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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umbers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ulture inventions are being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by 

cognitive neuroscientists now, who are focusing on the puzzle that what on earth is the cerebral basis of the human 

competence for mathematics. Neuroimaging studies have indicated a network of brain regions, including the 

parietal cortex, 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and cerebellum, as being involved in arithmetic 

processing. Experiment evidences demonstrated that the human brain contains an analogical representation of 

numerical quantities, in which numerical quantities are internally manipulated as points on the mental “number 

line”. Neuropsychological studies of number processing indicated that this representation is distributed in the two 

hemispheres and its dominant site points to inferior parietal cortex. 

Key words: number processing, ERP (event-related potential), inferior parietal lobe. 
 


